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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合作的决策机制与助推策略：时间折扣 

和社会折扣整合的理论视角* 

李爱梅 1  柯正南 1  姚心妍 1  朱乔薇 1  孙海龙 2 

(1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广州 510420) 

摘  要  代际合作指个体选择为后代牺牲自己的当下利益, 以谋求未来福祉。此决策涉及当前自我利益与未

来后代利益之间的权衡, 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心理过程。本研究分析了跨期决策、社会决策和代际合作

决策在选项属性和选择过程两方面的差异, /进而揭示了代际合作不仅在时间维度和社会维度的价值评估阶

段，更在价值选择阶段表现出决策独特性。基于此, 从时间折扣和社会折扣整合的理论视角, 尝试建构“折扣−

动力−助推”模型：分别提出传承动机和未来取向、代际认同和责任感知的动力机制, 以及“代际心理账户”和“想

象未来后代”的代际合作助推策略。未来还需探究代际合作的多种测量范式, 并引入生命全程的研究视角, 以

推动代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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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 全球气

温与海平面等气候记录已被刷新。印度新德里 5

月 29 日高温达 52.3℃, 致 85 人丧生。1970 至 2021

年间, 极端气候累计引发超 10 000 次灾害, 超 4

万亿美元损失, 约 200 万人死亡(WMO, 2024)。这

些日益严峻、随时间累积的破坏性后果, 揭示了

人类当前活动对后代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影响。为

了扭转这一趋势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探索人们何

时愿意为了后代放弃短期利益是关键所在。这种

在没有直接经济或物质激励的情况下, 当代人自

愿为未来后代牺牲自身利益的心理过程, 被称为

代际合作(Bosetti et al., 2022; Wade-Benzoni et al., 

2003; Wade-Benzoni & Tost, 2009)。 

已有的代际合作研究普遍发现, 个体常偏好

即时小收益而非延迟大收益 , 表现出时间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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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t et al., 2013; Jones et al., 2017; van der 

Linden et al., 2015; Breuer et al., 2022; van Treek et 

al., 2023)。同时, 个体又倾向于低估他人的获益, 

高估自己的获益, 表现出社会折扣(Wade-Benzoni 

& Tost, 2009), 这两种倾向都影响着人们的代际

合作决策。具体来说, Hauser 等人(2014)在 Nature

杂志上的研究发现, 当代际问题(如气候变化)的

负面结果在时间维度上被认为是遥远时, 人们可

能会在社会维度上忽视后代的利益, 导致代际合

作难以达成。换言之, 时间和社会双重折扣在心

理上构成了代际合作的核心障碍 (陈妍妍  等 , 

2023; Wade-Benzoni et al., 2008; Wade-Benzoni & 

Tost, 2009)。 

然而, 现有的代际合作研究通常隐含以下前

提假设：时间折扣与社会折扣对代际合作的影响

是相互独立的, 而忽略了二者相互作用在代际合

作中产生的效应。近期有研究揭示了人们在代际

问题上的选择与传统折扣理论的预测并不相符 , 

即人们并未在代际合作中追求即时利益最大化

(Baumgartner et al., 2023; Böhm et al., 2020; 

Bossio et al., 2022; Foltyn-Zarychta, 2021), 也并未

随时间和社会距离增加而表现出显著的折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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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öhm & Pfister, 2005; Hardisty & Weber, 2009)。

Foltyn-Zarychta (2021)的研究甚至表明, 约 20%

的受访者愿意将后代生命视为与自身同等重要。

上述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时间折扣与社会

折扣在代际合作决策中并非孤立存在, 而可能共

同作用于个体的决策过程。 

当前, 代际合作中时间折扣和社会折扣的相

互作用和动力机制仍缺乏深入的阐释, 这限制了

我们对代际合作决策机制的理解和促进策略的制

定。基于此, 本研究以时间折扣和社会折扣整合

的视角, 分析折扣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动力机制, 

以解释个体在代际合作中的决策机制。我们尝试

构建“折扣−动力−助推”理论模型, 以揭示人们在

代际合作中牺牲当下利益的原因, 并提出代际合

作的促进策略。 

2  代际合作决策：区别于跨期决策与社
会决策的独特性 

基于决策结果的发生时间及发生结果的承受

者等因素, 可以将行为决策分为：跨期决策和社

会决策(何贵兵 等, 2017)。代际合作决策既需要

考虑未来的影响(跨期特性), 又涉及到不同世代

之间的利益分配(社会特性), 那么它是否具有区

别于跨期决策和社会决策的独特性质？我们尝试

从选项属性和选择过程加以区分(见表 1)。 

2.1  代际合作决策与跨期决策 

相较于跨期决策关注个体生命周期内的短期

成效(何清华, 李丹丹, 2020; Loewenstein et al., 

2003), 代际合作项目的时间跨度往往超过 50 年

(Kölle & Lauer, 2024), 一些环境投资的收益和成

本可能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Richards & Green, 

2015)。此时 , 这些决策被视为“涉及代际考量” 

(involving intergenerational considerations; Foltyn- 

Zarychta, 2021)。另外, 随时间延长, 代际合作中

的决策者被从合作情境中移除, 决策结果主体由

“自己”变为“后代”, 这也是其与跨期决策的关键

区别所在(Böhm et al., 2020; Baumgartner et al., 

2023; Wade-Benzoni & Tost, 2009)。具体而言, 跨

期决策一般仅关注决策者自身的“现在小损失 , 

将来大收益” (沈丝楚 等, 2023), 而代际合作决策

则跨越世代, 其决策结果关乎未来多代人, 常常要

求个体放弃当前自我的利益以增进后代福祉

(Wade-Benzoni, 2002, 2003)。 

除了在时间跨度和结果主体上显著区别于跨

期决策, 代际合作决策在选择过程方面也有其特

殊性。Liu 和 Feng (2012)提出的决策框架将决策

过程划分为价值评估与价值选择两个阶段：个体

在价值评估阶段(the valuation stage)权衡等待时

间与奖励, 在价值选择阶段(the choice stage)选择

预期价值更高的选项作为决策结果(Liu & Feng, 

2012)。根据这个决策框架, 我们认为代际合作包

含了跨期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 , 即人们在“自我

即时小利”与“他人远期大利”间进行价值评价。具

体而言, 随时间延长, 个体对未来结果的价值评

价会降低, 从而表现出偏好“即时小利”而非“远期

大利”的时间折扣效应(蒋多, 何贵兵, 2017; Kim 

& Zauberman, 2019)。同样地, 在代际合作决策中

也存在着这种显著的效应, 但涉及的时间跨度更

长：研究发现, 即便是在较小的 5%折扣率下, 长

远未来收益(如 30 年后的百万资产)的价值也会急

剧缩水, 50 年后仅剩原值的零头, 百年后更无显

著价值(Foltyn-Zarychta, 2021)。 

2.2  代际合作决策与社会决策 

社会决策聚焦“即时性”与“同代性”, 要求决

策者权衡自己与直接他人之间的利益分配, 关注

的是当代的短期效益(Curry et al., 2019)。而代际

合作则跨越代际, 在时间轴上延伸, 要求决策者

超越当代并放眼更遥远的未来(Ruff & Fehr, 2014; 

Wade-Benzoni et al., 2008)。除了时间跨度方面, 

与社会决策聚焦于“自我与他人”不同, 代际合作 
 

表 1  跨期决策、社会决策和代际合作决策之间的主要区别 

  跨期决策 社会决策 代际合作决策 

选项属性 
时间尺度 延迟 无延迟 较大延迟 

结果主体 自己 自己和他人 自己和后代 

选择过程 

选择阶段 价值评估 价值评估 价值选择 

折扣类型 时间折扣 社会折扣 时间和社会折扣相互作用 

折扣表达 即时小利 v.s. 远期大利 自我小利 v.s. 他人大利 自我即时小利 v.s. 他人远期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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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结果涉及的主体进一步拓展至“自我与未来

世代” (Breuer et al., 2022; Jacquet et al., 2013)。例

如, Jacquet 等人(2013)采用群体风险范式, 将奖励

从个人直接收益转为种植橡树以造福后代。这展

现了代际合作在社会维度上的决策独特性, 即利

益将跨越时间惠及后代(Richards & Green, 2015)。 

另外, 代际合作决策还存在社会维度的价值

权衡。随着与获益者的社会距离增加, 决策者对

与他人相关的感知价值减弱, 倾向于优先满足自

身利益, 出现社会折扣现象(何贵兵 等, 2017)。但

是, 与社会决策中以“同代他人”为权衡对象不同, 

社会折扣现象在代际合作中表现为后代利益被赋

予更小权重, 即“当代自我收益优先” (Tuen et al., 

2023), 代际合作因此受到阻碍。Richard 和 Green 

(2015)的指数折扣模型说明了这一现象：当针对后

代进行长期投资时, 即便在低折扣率下, 后代利

益的净现值也可能随时间延迟趋近于无。这一模

型反映了后代结果在代际合作决策中普遍被决策

者低估的现状。换言之, 代际合作本质上包含了一

个社会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 即个体在“自我即时

小利”与“他人远期大利”的权衡过程中会评估后代

利益的价值, 以进一步判断是否牺牲自我的当前

利益(陈妍妍 等 , 2023; Wade- Benzoni & Tost, 

2009)。 

2.3  代际合作的决策独特性  

基于上述的分析, 我们认为代际合作还具有

其独特的价值选择阶段。以代际可持续困境博弈

范式(intergenerational sustainability dilemma game, 

ISDG)为例, 研究者采用“在可持续选项中愿意牺

牲的利益程度”作为代际合作决策倾向的关键指

标(Kamijo et al., 2017)。可以发现, 研究者在该范

式中精心构建了一个模拟多代决策的场景, 每位

参与者均扮演当前一代的角色, 进行即时收益与

未来可持续性之间的权衡。具体而言, 选项 A 代

表了短视的、不可持续的选择, 它虽能立即带来

较高的分数奖励(X), 却以牺牲后代的选择价值

(每个选项均减少 D 分)为代价。相反, 选项 B 则

体现了对代际合作的承诺与对未来的投资, 参与

者选择它就意味着当前收益将减少 D 分, 但确保

了后代能够面临与当前完全相同且未受损害的选

项环境。该实验旨在量化并分析参与者在面对即

时利益与长远福祉冲突时的决策行为, 并特别关

注他们愿意在可持续选项中放弃多少即时利益(D

值), 以支持后代拥有相同或更好的选择机会。因

此, 这一核心指标反映了代际合作决策中独特的

价值选择过程, 捕捉了个体在对后代的利益进行

评估后 , 进而愿意牺牲短期利益的程度 (Hauser 

et al., 2014; Henrich et al., 2006)。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代际合作决策中同时包

含价值评估和价值选择的过程。虽然价值评估阶

段受时间折扣和社会折扣影响, 但是个体并不一

定仅选择能带来最大个人利益的选项。相反, 代际

合作决策涉及与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相联系的

深层决策逻辑, 因此个体内部可能存在以当前小

损失来换取未来大收益的动力, 呈现出与混合跨

期决策中“吃亏是福”相似的表现(沈丝楚 等, 2023; 

唐辉  等 , 2014)。由于这种涉及混合结果(mixed 

outcome)的决策机制在代际背景下尚未得到充分

探讨 , 本研究将解析代际合作决策两个重要机

制：一是折扣的相互作用机制, 即时间折扣与社

会折扣如何共同影响代际合作; 二是内部动力机

制 , 即复杂的动力机制如何调控代际合作决策 , 

旨在探究人们在代际合作选择背后的心理过程。 

3  代际合作决策中时间折扣与社会折
扣的相互作用机制 

过往的代际合作研究常常单独探讨对他人的

考量 ( 社会折扣 ) 与对未来的预见 ( 时间折扣 ) 

(Balliet et al., 2009; Cameron et al., 1998; van 

Hulsen et al., 2022; Zhao et al., 2012), 这一分割式的

研究路径未能全面揭示两者是如何彼此依存并共同

作用于个体的代际合作意愿 (Baumgartner et al., 

2023; van Hulsen et al., 2022; Wade-Benzoni, 2009)。

因此, 本研究将整合社会折扣与时间折扣于一个分

析框架中, 以揭示代际合作的真实决策机制。 

3.1  时间折扣调节社会折扣对代际合作决策的

负面影响 

时间折扣既影响个体对未来收益的评估, 又

通过调节个体对后代的关心程度(即社会折扣程

度), 进而间接影响了代际合作决策。一方面, 随

着时间延迟(短 v.s.长), 时间折扣是动态变化的。

具体来说, 随着决策时间框架延长, 未来收益的

价值显著“折扣”, 从而削弱了人们进行代际合作

的意愿。然而, 当代际问题的焦点转向环境问题

时, 如气候变化(Nicolaij & Hendrickx, 2003)、土

壤与水体污染(Hendrickx & Nicolaij, 2004)及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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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等(Böhm & Pfister, 2005), 时间滞后未显著

影响人们对环境损害的评估, 这与经典经济决策

理论所预测的时间折扣效应不符。这一发现揭示

出代际合作决策中的时间折扣效应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可能随着时间的延迟而下降。 

另一方面 , 在上述时间折扣的减缓趋势下 , 

社 会 折 扣 对 代 际 合 作 的 影 响 也 将 发 生 变 化

(Hardisty & Weber, 2009; Viscusi et al., 2008; 

Richard & Green, 2015)。Hardisty 和 Weber (2009)

发现, 在评估涉及后代的环境成本与收益时, 个

体会更加关注后代福祉。同样地 , Viscusi 等人

(2008)的研究也揭示了相似的趋势：人们对于重大

且具有持续使用价值的环境改善会展现出双曲折扣

模式。短期内, 环境投资的价值随时间延迟被严重

折扣, 未来世代的结果变得不重要, 进而削弱个体

参与代际合作的意愿。然而, 在更遥远的未来, 决策

者的时间折扣没那么强烈, 后代结果的权重增加, 

个体更倾向于代际合作。Richard 和 Green (2015)通

过对比分析深化了这一理解：他们将环境投资划分

为“短期视野” (Short Horizon, SH)与“长期视野” 

(Long Horizon, LH)两类。前者如对绿地和雨水的控

制改善, 其投资回报是即时且持续多年的; 后者如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其效益则辐射至未来后代。该

研究指出, 长期视野环境商品的折扣率显著低于

短期投资。因此, 时间折扣动态地调节着个体在长

期视野下对于后代的投资决策(Richards & Green, 

2015), 这反映了决策者对后代福祉的高度重视和

更高的代际合作意愿。综上我们推断, 在代际合作

决策的背景下, 时间折扣作为一种重要的调节变

量。其平缓化的趋势减弱了社会折扣对代际合作的

阻碍, 增强了个体进行代际合作的意愿。 

3.2  社会折扣调节时间折扣对代际合作决策的

负面影响  

社会折扣也调节着时间折扣对代际合作的影

响, 即个体对未来后代福祉的关心程度会影响其

对未来收益的价值评估 , 进而影响代际合作选

择。我们推断, 社会折扣在代际情境中调节时间

折扣对代际合作决策的影响, 而这一机制通过自

我中心偏见(高 v.s.低)展现出双重效应。一方面, 

自我中心偏见作为预测社会折扣程度的核心因素, 

显著阻碍代际公平与协作。它主要使决策者偏重

即时利益而忽视后代长期福祉, 加剧时间折扣的

负面影响, 阻碍代际合作(Hurlstone et al., 2020; 

Kamijo et al., 2017)。更具体来说, 高自我中心偏

见让当代人偏好即时利益, 更倾向于关注自身当

前的得失, 表现出更强的时间折扣和更低的代际

合作意愿(Bosetti et al., 2022)。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 低自我中心偏见将降低

社会折扣, 并减弱时间折扣的负面影响, 增强代

际合作意愿。研究发现, 当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

污染等涉及后代的长期挑战时, 决策者对未来结

果的折扣率往往会降低, 表现出低时间折扣特征

(Hardisty & Weber, 2009)。这种结果来自于对后代

福祉的深切关怀, 从而使决策者赋予未来收益更

高的权重, 转而以更加无私和长远的代际合作决

策视角来看待问题(Balliet et al., 2009; Englmaier 

& Gebhardt, 2016; Gueye et al., 2020; Breuer et al., 

2022)。例如, Breuer 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 超过

七成的参与者认为后代是影响他们决策的重要因

素。有参与者希望为子女创造与自己相似的成长

环境, 另有参与者则强调“自己和后代是平等的”, 

均体现了他们自我中心降低、考虑后代利益的倾

向。另外, 当个体能够想象并体验到决策结果对

后代的正面影响时, 会体验到一种超越时间的满

足感, 这种感受能够进一步降低人们受时间折扣

效应的阻碍 , 做出代际合作行为 (Chopra et al., 

2024; Kölle & Lauer, 2024)。因此, 通过降低自我

中心偏见, 减少社会折扣, 能够有效减弱个体时

间折扣的负面影响, 从而促进代际公平与合作。 

4  代际合作决策的动力机制及助推策略 

代际合作决策受到时间折扣(低估事件结果

在未来的价值)和社会折扣(低估事件结果对后代

的价值)的双重影响, 但我们认为其二者的影响程

度并非简单相加, 而是受到动力机制的调节, 在

不同决策情境下表现出异质性结果。Breuer 等人

(2022)的研究表明, 代际合作中的总折扣效应低于

传统投资的时间折扣与社会捐赠中的社会折扣之

和, 即在代际合作中, 人们对决策结果的价值评估

平衡了经济考量与即时的社会贡献, 体现了对长

远利益的深思熟虑。此外, 个体从事亲社会行为的

意愿在时间延迟下保持相对稳定(Kölle & Lauer, 

2024; Kölle & Wenner, 2023; New et al., 2022), 证

明在个体决策时存在一种机制能够有效调节时间

和社会两方面的折扣效应。基于此, 我们将从时间

和社会两个维度剖析代际合作动力机制, 以期提

出更为精准的代际合作促进策略, 并构建代际合

作“折扣−动力−助推”决策机制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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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代际合作的“折扣−动力−助推”决策机制模型 

 
4.1  时间维度代际合作动力机制及助推策略探索 

传承动机与未来取向由于能够引导个体关注

长期目标和利益, 是代际合作决策在时间维度上

的关键动力。因此, 我们也基于这两种动力机制, 

提出“代际心理账户”策略, 以削弱时间折扣并强

化代际合作意愿与行动力。 

4.1.1  传承动机 

传承动机(legacy motivation)是指个体通过对

他人产生影响来延续自我身份意义的动机(Wade- 

Benzoni, 2019), 它使个体不仅关注当前, 更将视

野拓展至后代福祉上。已有研究强调了传承动机

在促进代际合作中的作用：传承的遗产作为个人

生活意义的载体, 能够使个体通过影响未来他人

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延伸至未来, 超越生命的时

间界限(Syropoulos & Markowitz, 2021a)。这种连

接在个体离世后依旧存续, 加强了代际联系, 进

而推动更平衡的决策。此外, 由于传承动机能够

使个体关注其行为结果对后代产生的积极影响 , 

已 被 证 实 为 有 效 降 低 时 间 折 扣 的 关 键 因 素

(Syropoulos et al., 2023)。具体而言, 当个体聚焦

于其对后代产生的积极影响时 , 他们将更长远

地看待问题 , 提高未来结果的价值权重 , 使他

们更加愿意采取有利于后代的行动。例如, 坚信

自己的行动将对后代产生积极影响的个体 , 更

倾向于做出有利于后代的决策。进一步 , Wade- 

Benzoni (2019)的研究发现 , 在代际合作决策中 , 

人们还会参考前代人的行为模式 , 思考自己如

何能够为后代留下积极的遗产。这种个体关注决

策影响在时间维度上传递和延续的动机 , 有助

于培养其对子孙后代的远期考量 , 进一步促进

代际合作与和谐。 

4.1.2  未来取向 

未来取向动机能促进个体对未来的深入思考, 

从而引导他们做出积极的未来导向行为(Zhu et al., 

2020)。Syropoulos 等人(2023)发现, 较高未来取向

的个体具有深刻且独特的时间关注, 克服了短视, 

行动也指向遥远的未来世代。同时, 他们秉持跨

越时间和社会界限的公正道德关注, 对当代人、

后代人、外群体以及自然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亲社

会倾向和亲环境的关怀。具体而言, 对现在和未

来人类的高度尊重是高未来取向个体的核心特征, 

这使他们能够在时间维度上将当前行动与遥远的

未来结果相联系, 进而降低了时间折扣并且更愿

意进行代际合作。此外, 较高未来取向的个体能

通过想象自己与未来自我之间存在的某种持续性

或连接(即未来自我连续性), 从而对未来抱有乐

观的预期(Zhang & Aggarwal, 2015)。这种基于未

来的心理驱动力, 在面对生存挑战时, 促使个体

更加倾向于采取那些能够保障长期可持续性的决

策和行为。Lie-Panis 和 André (2022)通过数学建

模的方法, 进一步揭示了未来态度和合作行为之

间的动态联系。他们提出了三个关键预测：面向

未来的个体拥有更强的合作动机, 这样的群体则

具备更广泛且长期的合作机会。同时, 对未来展

现出更强偏好的合作者往往会获得更多信任。这

些预测不仅揭示了未来取向与可持续行为之间的

紧密联系, 也强调了未来取向水平在促进代际合

作的过程中有着积极作用。 

4.1.3  时间维度的助推策略探索：心理账户 

结合传承动机与未来取向动机, 我们提出设

立“代际心理账户”的策略, 推动个体做出有利于

后代长远发展的决策。心理账户是个体对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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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编码、分类和估价体系, 反映了决策时的心

理 认 知 结 构 (Thaler, 1985; 李 爱 梅 , 凌 文 辁 , 

2007)。根据经典心理账户理论, 人们按心理预算

管理资源, 形成特定的消费和支付模式。从心理

账户视角出发, 可以首先通过设立心理账户, 包

括综合账户和细分账户, 使得代际合作变得更加

具体且可行。其次, 通过预算心理账户, 在“代际

心理账户”中设定资源预算 , 从而激励个体为后

代预留资源。最后, 通过运算心理账户来影响资

源的分配和使用(Hahnel et al., 2020)。我们认为这

种策略可以激发人们对遥远未来的想象, 增强为

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愿望。 

综上, 建立“代际心理账户”的过程结合了传

承动机——个体希望将自己的价值观、成就乃至

资源传递给未来的内在驱动力, 以及未来取向动

机——对未来可能性的积极展望与规划。此策略

促进决策者调整决策选项的预算与权重分配, 削

弱时间折扣的负面影响, 激励个体为后代做出更

多的资源投入与可持续行为(Shrum, 2021)。 

4.2  社会维度代际合作动力机制及助推策略探索 

在探讨关乎未来世代福祉与生存的议题时 , 

人们的折扣倾向未如预期般强烈 (Bossio et al., 

2022)。代际认同与责任感的增强由于能够促进不

同世代之间的情感联结, 成为了代际合作决策在

社会维度上的关键动力。因此, 我们提出“想象后

代”的策略 , 促使个体视未来世代为与自己紧密

相连的一部分, 从而激发其更强烈的保护动机与

合作意愿。 

4.2.1  代际认同 

代际认同(intergener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指

在代际背景下, 不同世代的人认为自己和他人是

同一群体时感知到的 “同一性” (Wade-Benzoni, 

2003)。社会认同理论认为, 同一社会群体拥有相

似的知识、情感和价值意义, 会为了保持积极的

身份认同而倾向于表现出与其认同群体相一致的

行为和态度(Tajfel, 2010)。代际认同提升个体的代

际情感和认知, 使人们更加关心后代的利益与福

祉(Wade-Benzoni & Tost, 2009)。这种关注缩短了

代与代之间的社会距离, 让个体在评估未来世代

福祉时折扣程度更低, 使得个体更倾向于采取能

够造福子孙后代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 环境问

题中的的代际认同和代际合作行为具有传递性

(Casaló & Escario, 2016; Hansen & Jacobsen, 

2020)。在家庭中, 代际观察与模仿机制促进了代

际认同的形成, 这种认同进一步成为推动代际合

作的重要力量。例如, 父母通过他们的环保行为

和态度, 在家庭中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孩子的观

念与行为模式, 预示并影响着孩子未来在环保领

域的态度与行动。一项在以色列、韩国和美国等

地进行的跨国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父母的环保

实践与孩子展现出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及节能环保

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 表明家庭成员间

的代际认同有助于代际可持续行为的形成(Katz- 

Gerro et al., 2020)。我们认为, 代际认同使个体用

“我们世代”而非“我”来定义自己, 增强了超越当

代的理解和接纳, 展现出代际合作的倾向。 

4.2.2  代际责任感知 

代 际 责 任 感 知 (Perceived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PIR)是个体在维护后代并促进可

持续发展中对于自身义务的认知, 是推动代际合

作 的 关 键 心 理 动 力 (Diprose et al., 2019; 

Syropoulos & Markowitz, 2021b)。当意识到气候变

化将影响离自身社会距离遥远的未来人群时, 个

体会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意愿与行动(Bossio et al., 

2022)。此时, 公民的责任感会被激发, 这促使他

们更加主动地考虑并维护后代的福祉与长远利益

(Mill et al., 2007)。同时, 有关后代的信念塑造了

个体在代际问题上的责任感 , 强化了道德义务 , 

驱动个体做出有利于后代福祉的可持续行为。研

究发现, 当个体感知到气候变化对未来世代的潜

在影响时, 他们会倾向于对代际问题的后果进行

更为详尽的理解 , 由此产生对于后代更强烈的

责任感 , 表现出对于可持续危机更高的关注度

和干预意愿(McDonald et al., 2015)。相比于“拯

救动植物物种”或“消除贫困与饥饿”等议题 , “为

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更好的生活”的议题更能促

使参与者从代际连续性视角考虑未来的挑战

(Diprose et al., 2019)。因此, 个体产生关心后代福

祉的责任感对于促进积极的代际合作行为至关重

要(Syropoulos et al., 2023)。 

4.2.3  社会维度的助推策略探索：想象后代 

“想象后代”策略融合代际认同与责任感, 能

够让当前世代深刻体会到与未来世代的紧密联系

与共同责任。一方面, “想象后代”策略倡导建立跨

世代的代表制度, 确保每一代的声音都能在决策

桌上被听见, 这种参与机制极大地增强了代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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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 使得决策过程更加全面、公正, 真正将未来

世代的福祉纳入考虑范围(Bogacki & Letmathe, 

2021; Gonzalez-Ricoy & Rey, 2019)。具体而言, 

“想象后代”策略促使决策者在权衡利弊时, 更加

审慎地考虑后代的需求与权益, 有效化解代际合

作中的障碍与冲突(Hara et al., 2019)。通过系统的

教育引导和实践体验, 个体得以深入体验并理解

后代的视角与需求, 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代际共

鸣, 而且激发了人们作为后代守护者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 从而促进了更加互惠共赢的代际合作决

策(Nakagawa & Saijo, 2020)。 

另一方面, “给后代写信”作为想象后代的一

种具体方式, 可以提升当代人对未来环境及后代

命运的关注度, 促使人们为后代的可持续发展贡

献力量(Shrum, 2021; Syropoulos et al., 2023)。一

项基于横跨 63 个国家的全球性调研验证了“给后

代写信”策略的有效性 , 尤其是在激发公众对气

候变化的关注与行动、推动气候政策支持方面展

现出了显著成效(Vlasceanu et al., 2024)。此外, 通

过生动的文本材料与视觉刺激, 如描绘空气污染

对婴幼儿健康影响的文章及婴儿照片, 也能够进

一步触动人们的内心, 促使他们采取行动保护未

来的蓝天绿地(李爱梅 等, 2018)。综上所述, “想

象后代”策略深化决策者的代际认同与责任感 , 

拉近不同世代之间的社会距离, 为代际合作决策

提供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 

5  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代际合作决策领域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

究成果, 本研究探索了代际合作的决策过程。我

们认为在代际合作过程中, 时间折扣(低估事件结

果在未来的价值)和社会折扣(低估事件结果对后

代的价值)相互作用 , 形成代际折扣机制。此外 , 

本研究尝试整合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 , 探索代

际背景下个体决策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和助推策

略 , 构建“折扣−动力−助推”机制模型。代际合作

决策作为与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息息相关的重

要议题,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进一步

探索。 

第一, 以生命全程中不同阶段的视角探索代

际合作。以怀孕女性为例, 在认知层面, 她们展现

出长计远虑的思维方式, 超越眼前局限, 更加关

注未来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李爱梅 等, 2015)。在

情感层面, 怀孕女性对未来孩子出生及抚养情景

的积极想象强化了她们与后代之间的情感联结

(李爱梅 等, 2018), 进而有可能激发更多的代际

合作行为。在行为层面, 高水平的抚育动机作为

一种底层调节系统, 调节着人类行为, 使其朝着

促进基因繁衍 (Genetic reproduction)的方向进行

决策, 以确保后代的繁育和人类基因的延续。上

述怀孕个体所展现的独特性, 预示着我们在未来

有必要从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出发, 深入探究和

理解代际间的合作模式。 

第二, 代际合作决策与可持续发展。维持不

同世代间的可持续性不仅要求个体既能满足当代

人的需求, 又能够为后代能够提供与当前完全相

同且未受损害的选项环境((Kamijo et al., 2017)。

然而, 这一目标的实现正日益成为我们面临的最

大挑战之一(Shahrier et al., 2017)。要推动实现这

一目标, 代际合作决策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

节。代际合作要求个体不仅关注当前的自我利益, 

更要深刻理解和权衡未来后代的利益, 有时甚至

需要为了后代的福祉而牺牲自己的当下利益。这

种超越个人、着眼未来的思维方式, 正是代际合

作的核心所在。因此, 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实

现, 未来研究有必要深化对代际合作的研究, 并

系统分析影响个体对代际合作偏好及行为选择

的关键因素。 

第三, 当前迫切需要开发针对代际合作测量

的综合性方法。该方法需结合折扣机制、动力模

型及直接评估三大维度, 以全面捕捉个体在代际

合作中如何平衡自我利益与后代利益, 并量化不

同世代间愿意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牺牲自身利益的

具体程度(Kamijo et al., 2017)。未来需要开发代际

合作及代际可持续行为的标准化测量工具和研究

范式, 制定统一规范。这也是提高代际合作研究间

可比性、研究精准性与广泛应用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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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and facilitation strategies for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temporal and social discounts 

LI Aimei1, KE Zhengnan1, YAO Xinyan1, ZHU Qiaowei1, SUN Hailong2 
(1 Management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The term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is used to describe a situation in which individuals 

make sacrifices in the present for the benefit of future generations,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a greater level 

of well-being in the future. This process entails the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current self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nterests, which in turn facilitates and actualiz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cis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intertemporal decision-making, social decision-mak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decision-making with regard to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t 

reveal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encompasses not only the valuation phase of intertemporal and 

social decision-making, but also a distinctive choice phase. In light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we endeavor to 

construct a “discount-motivation-boosting” model, which posits the motivational mechanisms of legacy 

motivation, future orientation, intergener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erceived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Additionally, the model propos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facilitation strategies of “intergenerational 

mental account” and “imagining future offspring.” In the future, it is essential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various measurement methods of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o incorporate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thereby enriching and deepening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temporal discount, social discount, dynamic mechanisms, nudge 


